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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意象叙事是在中国传统意象美学的影响下，

将意象思维与电影叙事相结合所形成的一种具有民族

审美特质的叙事形态。它以建构和生成电影意象为叙

事的目标，强调在有限的影像内借由“电影意象”呈

现无限的“意义”。在电影意象叙事中，意象以其“整

体的突现、深刻的象征、富于独特的艺术意蕴”，（1）

使影像从写实和故事体系中超越出来而成为诗。杨义

曾在《中国叙事学》中提出，“叙事作品之有意象，犹

如地脉之有矿藏，一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密码之矿

藏”。（2）可以说，意象参与叙事正是中国电影叙事区

别于其他民族电影叙事的神采之所在。

将意象这一来自中国传统文化与古典美学中的理

论资源引入电影领域，就必然要将其与电影这一现代

艺术的媒介特性相结合，并对其进行现代转化。而 20

世纪 80年代，作为中国电影艺术进行现代转型的重要

时期，正好为中国电影探索意象叙事提供了历史机遇，

并在对电影艺术本体的反思中，使其走向愈加深远之

境。

一、电影意象叙事的内涵

意象是中国美学和艺术创造论的中心范畴，对诗

词、书法、音乐、戏曲、小说等传统艺术门类都产生

了深远影响。《周易》最早提出“观物取象，立象尽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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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命题，成为传统意象理论的核心思想。中国古代先

哲很早便意识到“言”以表“意”的局限性，强调要通

过“形而下”的“象”体悟“形而上”的“道”。刘勰在

《文心雕龙·神思》篇中正式提出了美学意义上的“意

象”概念，即“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

之首术，谋篇之大端”。（3）《文心雕龙》以“意象”为“文

心”，阐释了“雕龙”的艺术创造过程与艺术审美的统

一性，揭示了“神与物游”“神用象通”的意象生成规

律，以及意象生发“文外曲致，言所不追”含蓄之美

的内在机理。在中国传统美学看来，“意象是美的本

体，意象也是艺术的本体”。（4）刘熙载在《艺概·自序》

中指出：“艺者，道之形也。”换言之，“意象，道之象

也”，“象”就是艺道之形迹，艺道的根本就在于“象”，

所谓“情之所寄，象之所在，道之所存”。（5）

基于中华美学的艺术本体观，可以说电影的艺术

创造，本质上就是创作者借助电影媒介将思想与情感

纳入一个明确的艺术结构，从而创造出一个符号化的

电影意象世界。那么，电影作为一门叙事艺术，其叙

事的目的就不仅仅是“讲故事”，而是在叙事的过程中

创造意象。言不尽意，所以立象以尽意。电影以“象”

达“意”的叙事方式，能够使电影叙事突破语言与情

节在表达思想感情和表现客观世界丰富性方面的局

限，而以一种类同于生命的感性符号去显现生命。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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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电影意象不是逻辑性的“解说结构”而是构成性

的“隐喻结构”，它由电影视听媒介所呈现的身体、物

象、空间、色彩、声音以及故事等镜中之“象”共同构成。

“象”是电影意象叙事的核心，其贯穿于电影意

象生成的全过程。“经过电影创作者（导演和摄影师）的

‘观’和‘取’，拍摄对象由‘眼中之象’变成‘胸中之象’，

又化为摄影机记录下来的‘镜中之象’，从而生成具有

审美价值并最终呈现为影片中的‘活动影像’，也就是

电影的审美意象。”（6）在电影艺术的接受过程中，电

影意象又会生发出象外之象。由此可见，这四个层次

的“象”贯串起电影艺术构思、表达与鉴赏的全过程，

并通过“观物取象”“立象尽意”与“意生象外”的动

态建构过程，形成一个电影意象的生成系统。

与文学不同，电影能够复原物质现实的媒介特性，

使得电影意象与现实物象世界之间有着尤为亲近的关

系。电影的表意体系，省略了文学中由抽象语言符号

到意象的转换过程，而直接将影像作为喻像，集合起

能指与所指，即电影意象的表意形式总是建立在内容

的形式基础之上，或是随着内容的形式而建立。电影

影像“自然主义”的感官表象，并不妨碍其从直观的

日常现实之象，生成为具有审美意义与价值的电影意

象。如果说文学意象是在话语的逻辑排列与组合的基

础上生成的话，那么电影意象则是在影像的形塑与流

程之中完成的。需要注意的是，电影镜头所呈现之物，

并不一定都能成为意象。蒋寅在谈到诗歌意象的生成

时曾提出：“意象的本质可以说是被诗意观照的事物，

也就是诗歌语境中处于被陈述状态的事物；名物因进

入诗的语境，被描述而赋予诗性意义，同时其感觉表

象也被具体化。”（7）由此可见，自然之物只有进入诗

意的“陈述状态”中，才能使得“物”脱离开其物质实

在属性，而具有审美的意义，从而浮现出“意象”。同理，

电影镜头所呈现的现实之物，也只有在电影叙事的情

境中，才能生成电影意象。例如，费穆的《小城之春》

中的“小城”正是在导演对人物内心与人物关系的描

写中，使得“小城”不再是一个写实的空间，而成为

了一座荒败的心灵之城，映射出创作者对人生和历史

的感悟。又如，《一江春水向东流》中的月亮，如果

脱离开影片的叙事，并不能单独成为意象。只有当月

亮与素芬一家人的悲欢离合联系在一起之后，才被赋

予了团圆、思念、美好、绝望、物是人非等生命情感

与审美体验，从而成为结构影片的一个重要意象，传

递出“月儿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的审美意味。

“意象的运用，是加强叙事作品的诗化程度的一

种重要手段。它是中国人对叙事学与诗学的联姻所做

出的贡献。”（8）意象参与叙事，往往可以点醒故事的

精神，使得整个叙事具有神采。但是，电影作为一门

具有大众文化属性的叙事艺术，必须要处理好意象与

叙事的关系。杨义在《中国叙事学》中把意象比作“故

事的眼睛”，而眼睛虽有神采，却不能代替五官的全部，

更不能代替整个身躯。意象作为“故事”的点睛之笔，

具有凝聚精神、疏通脉络、结构叙事等功能，可以大

大增强电影叙事的文化内涵与审美意味。

意象作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智慧和思维模式，在 20

世纪 80年代之前就已逐渐渗透在中国电影叙事的实践

探索与理论总结之中，推动中国民族电影理论及美学

观念的形成与发展。特别是在 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

孙瑜、费穆、郑君里、桑弧、吴永刚、蔡楚生等为代

表的电影人，尝试将意象思维引入电影叙事，开创了

中国诗性电影的叙事传统，创作出了《渔光曲》《神女》

《大路》《一江春水向东流》《八千里路云和月》《小城

之春》等一批极具民族美学特征的影史杰作。这些电

影在叙事上所呈现出的共同特征，就是借助电影意象

的建构，使有限的影像得以呈现出无穷的意味。“意

象让影像从写实传统和叙事逻辑中超越出来，超越故

事性的叙述从而成为诗，从而让纪实性的画面拥有诗

性特质。”（9）

但是，电影意象叙事的探索在之后的“十七年”

与“文革”时期，某种程度上却被中国电影长久以来

的“戏剧本体”观念与电影功能论所遮蔽，没有得到

与电影本性更深入的结合。而 20世纪 80年代作为中

国电影艺术现代转型的重要时期，却为电影意象叙事

的探索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一方面，诸多西方哲

学思潮、美学观念、研究方法以及电影和理论的引入，

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资源和催化剂，促成了中国电影从

形式到内容、从理论到思维的现代性变革；另一方面，

这一时期的电影界也逐步明晰中国电影艺术的本质属

性和发展规律，从厚积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挖掘优质资

源，并对其进行现代转化，作出基于民族立场和本土

视域的实践探索与理论建构。意象叙事就是在这样一

个古今与中西的交汇点上浮现出来的重要电影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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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开拓民族化电影语言与实现中国电影艺术现代转

型的重要探索。

二、电影意象叙事的传统

及其在 20世纪 80年代的勃兴

中国电影意象叙事的探索过程，实际上是意象思

维深度参与进电影媒介本体性探索与影像语言实践的

过程。既然意象作为中国艺术创造论的中心范畴，已

融入诗歌、绘画、音乐、书法等传统艺术创作的骨髓

之中，那么其进入电影领域应该是顺理成章。但事实

并非如此，这主要是受到中国电影“故事本体论的影

响”。（10）中国电影自 1905年的戏曲片《定军山》开始，

便深深打上了戏剧的烙印。与卢米埃尔将镜头对准现

实世界不同，中国电影在萌芽时期首先选择将镜头对

准戏剧舞台，并逐渐将一整套戏曲和文明戏的创作

方法移植到电影中。这就使得 20世纪 30年代之前的

中国电影，在观念上是以“戏”为本，而认为影像只

是表现戏的手段，在叙事上呈现出以讲述故事情节为

重点，以制造戏剧冲突为框架和基础的特点。这样一

种以戏剧原则构筑起来的叙事体系，实际上与电影以

“象”（像）表意的媒介本性有一定程度的背离。

早在 1922年，维尔托夫就提出了“电影眼睛”理论，

强调电影媒介对物象世界的视觉性知觉。他以摄影机

为第一人称，说：“我是电影眼睛，我是机器眼睛。我

是一部机器，向你显示只有我才能看见的世界。……

挣脱时空的局限，我可以把宇宙中任何给定的动点，

结构在一起，……我以新的方法阐释一个你所不认识

的世界。”（11）由此揭示出电影是用摄影机来知觉现实、

书写现实的艺术本质。观察早期世界电影的发展可以

发现，正是在美国的格里菲斯、欧洲先锋派与苏联蒙

太奇学派等对如何以影像描绘世界，并赋予其意义与

情感的探索中，使得电影真正成为一门叙事的艺术。

中国人对电影叙事艺术的探索，既没有像先锋派

那样从纯形式层面挖掘电影表意的潜能，也没有像好

莱坞那样形成类型化的叙事模式，而是体现出一种深

刻的中华文化与艺术思维的影响。1930—1949年期间，

第二代导演主动将中国古典美学的理论与方法引入电

影，开始将意象思维与“故事本体”的叙事传统结合

在一起，开创了电影意象叙事的先河。以意象生成驱

动叙事，使得电影叙事在情节之外，得以创造出“象

外之象”的诗意审美体验。例如，影片《春蚕》是一

部描写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与封建地主欺压下蚕农凄惨

境况的影片。导演在故事叙述中引入“春蚕”的意象，

通过“写蚕”来“写人”。在电影情节的发展中，“蚕”

贯穿始终，并与老通宝一家人的命运悲喜紧密交织在

一起，最终成为承载养蚕人的生存困境与生命体验的

意象，产生“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意味。在影片

《神女》中，吴永刚将取象的目光对准街头上受尽屈

辱的社会底层妇女，通过“母亲”与“妓女”两个充满

强烈矛盾张力的身份，塑造了阮嫂这个“神女”的意象。

正如影片开头的字幕所言：“神女，挣扎在生活的漩涡

里，在夜之街头，她是一个低贱的神女；当她怀抱起

她的孩子，她是一位圣洁的母亲。在两重的生活里，

显示出她伟大的人格。”影片的动人之处并不在于故

事情节，而在于那个昏暗灯光下涂脂抹粉却愁容满面，

痛苦挣扎在双重生活中的神女意象本身所蕴含的思想

张力，在于神女作为母亲所表现出的神圣情感与内心

世界。

意象生成作为这一时期创作者整体性、本真性

地把握现实世界的一种方式融入电影叙事之中，通过

民族、阶级、社会和时代“意识”的觉醒与现实之象

的交融契合，促使新生的中国电影完成了一次史无前

例的精神文化转型。现实的反映、心灵的表现以及精

神的外化构成了这一时期中国电影影像的诗性审美特

质。比如，《十字街头》中的“十字街头”这个核心意象，

揭示出青年人面对毕业即失业的人生窘境时，内心充

满希望、忧愁、挣扎、痛苦的种种情感。《大路》中“大路”

这一意象，成为中华民族在通向自由光明道路上披荆

斩棘、团结奋斗、勇敢乐观、自强不息的精神象征。《一

江春水向东流》中“滚滚流淌的江水”“云中月”等意

象，成为中国人在经历深重灾难后悲愤交加的情感外

化，从而使影片在现实批判之外具有了史诗的美感。

费穆的《小城之春》是这一时期电影意象叙事的

一个高峰。这部影片在叙事上的成功之处，正在于导

演将意象思维与电影的媒介本性紧密结合在一起，深

度参与了电影叙事的空间、时间、视点等的构造。导

演以超前的媒介意识，将主观情感经由电影媒介赋予

被摄对象，使其在诗意的叙述情境中，完成了主客体

的交融互渗，从而具有了审美的意义。破败的城墙、

月下的兰花、云中的月亮等等，都因这样的叙事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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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物圆融中具有了生命的美感。《小城之春》虽然是

以一段三角恋关系建构叙事，其中也不乏戏剧性较强

的情节，但是电影明显在叙事中融入了传统诗学的精

神，通过意象，完成了叙事与抒情表意的有机结合。

这种电影叙事的探索在“十七年”时期，也被以水华、

谢铁骊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所继承，创作出了《林家

铺子》《早春二月》等佳作。但是，到“十七年”后期

至“文革”，故事本体的电影传统所蕴含的“文以载道”

的要求呈现出极强的社会、政治和伦理色彩，使得电

影叙事过于注重意义的传达，而忽略了以象表意的丰

富性与情感性。特别是“样板戏”的一枝独秀，使得

故事本体的戏剧电影最终丧失了其内在活力而走向僵

化。

至 20世纪 70年代末 80年代初，电影界终于在电

影与戏剧关系的反思中，开始重新回顾与评估中国电

影的叙事问题。1979年，白景晟发表《丢掉戏剧的拐

杖》，张暖忻和李陀提出“电影语言的现代化”，随后

钟惦棐也提出“电影和戏剧离婚”的口号。这些观点

的提出，一方面是对前一阶段中国电影“只讲政治、

不讲艺术，只讲内容、不讲形式，只讲艺术家的世界观、

不讲艺术技巧的倾向”（12）的纠偏。另一方面，也是

电影艺术发展到一定阶段，创作者对电影媒介的自觉

以及向电影艺术本体的回归。这些观点都将矛头指向

了此前故事本体的戏剧电影在叙事中过分强调戏剧冲

突的问题，并观察到“世界电影艺术在现代发展的一

个趋势，使电影语言的叙事方式（或者说是电影的结构

方式）上，越来越摆脱戏剧化的影响，而从各种途径

走向更加电影化”。（13）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中国

电影人才开始真正从电影媒介本性的角度出发，重新

思考电影应该如何叙事的问题。

与这种理论思考相呼应的是，1979年陆续出现的

《小花》《生活的颤音》《苦恼人的笑》等影片，在叙

事上选择抛开戏剧传统，而以人物心理和情绪为线索

结构影片，在影像风格上充满主观抒情的色彩。伴随

着 20世纪 80年代关于人道主义的讨论，创作者有意

识地将情感表现作为艺术创新的突破口，使得影像的

抒情表意功能重新受到重视。如《小花》中用长达五

分钟的镜头，从不同角度展现何翠姑跪行台阶抬担架

的过程，并配以《绒花》的音乐，极具情感张力。这

样的影像，显然已经脱离了单纯推进故事情节的作用，

而成为融情于景、情景交融的电影意象。

电影的“戏剧性”争论之后，又展开了电影的“文

学性”讨论。如果说前者是对“故事本体”的电影叙

事传统的重估，那么后者则是将中国叙事艺术的诗学

基因再次引入对电影叙事的思考。由此提出的诗电影、

散文电影、小说电影等的叙事形态，本质上都是对电

影叙事与抒情表意关系的探索。至此，80年代的电影

叙事，开始在“电影性”的启蒙中，自然接续意象叙

事的传统，并成为这一时期电影叙事的一种总体风貌。

三、电影艺术本体的体认

与 20世纪 80年代电影意象叙事实践

总体来说，20世纪 80年代之前的电影意象叙事中，

意象还只是镶嵌在叙事肌理之上，而并未成为叙事的

一种结构性元素，更没有上升到电影艺术本体的高度。

1979年，“电影语言现代化”所引进的巴赞的影像本

体论，以及电影“戏剧性”与“文学性”等关于“电影性”

的论争，在破除“故事本体”的电影叙事观念的基础

上，将“影像本体”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开始“从构

成电影自身的实体所具有的自然可能性中寻找电影的

质的规定性。在这种电影意识中，传统理论中占据头

等地位的戏剧性问题和叙事问题只作为影像（画面）体

系可能性中的一个方面和一种因素来考虑”。（14）这种

电影本体观念的转型，使得影像逐渐在电影叙事中确

立起核心地位。但是，在中国人看来，影像从来都不

只是“物质现实的复原”，它还包含着强烈的主体意识，

是创作者在诗意的审美观照中，经由电影视听媒介的

描写而显现的意象世界。因此，这样一种在“影像本

体”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电影叙事观念，是以建构和生

成电影意象为叙事的目标，强调在有限的影像内借由

“电影意象”呈现无限的“意义”。“意象生成”就成为

推动叙事的根本动力。在 80年代的电影探索中，意象

这一中国古典美学和艺术创造论的中心范畴，逐渐在

电影中完成现代转化，并成为中国电影人对电影艺术

本体与审美本质的一种回答。

这种电影艺术本体观念的转型深深镌刻在 20世纪

80年代电影的意象叙事实践中。对历史的反思、传统

的接续与外来的吸收，使得电影意象叙事的探索呈现

出多元化与复杂性的特征。这一时期中国电影的创作

上第三代、第四代、第五代三代同堂的格局，不仅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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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出三代电影人在意象叙事上的不同特点，也体现出

其在电影观念、美学意识以及创作手法上的传承与创

新。

以谢晋为代表的第三代导演的意象叙事探索，是

在“影戏”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的，呈现出一种守正创

新的特征。进入 20世纪 80年代，具有史诗气魄的“反

思三部曲”《天云山传奇》《牧马人》《芙蓉镇》被认

为是谢晋创作生涯的最高峰。这三部作品能够在叙事

上激起观众广泛的情感共鸣，并成为“影戏”传统的

集大成之作，某种程度上正是得益于将意象叙事的探

索融入伦理情节剧的建构当中。在“电影性”的反思

中，谢晋意识到“电影是用镜头来写戏、写人、写人

的灵魂的。但是现在，我们许多电影语言还停留在讲

清故事的阶段……不尽最大努力去运用电影特有的语

言，解释人物的内心世界，表现人的复杂的感情”。（15）

在这种观念下，导演不仅开始以人物的心理线索而非

故事情节来结构影片，通过心理叙事的方式，增加影

像本身的主观性，而且尝试在故事的骨架上，着意于

通过意象来展现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以及影片所要表

现的思想内涵。

例如，《天云山传奇》中导演暂缓情节的推进，

大写特写了冯晴岚在大雪天用板车把罗群拉到自己家

的段落，通过白雪皑皑中拉板车的全景、车辙的特写、

面部表情等的叠印，以及“板车之歌”的渲染，实现

了情与景的交融，由此生成了一个“雪中送炭之人”

的意象。《牧马人》中，导演在叙事上并不纠缠在许

灵均出不出国的问题上，而是着重以影像呈现他与土

地、马群、牧民以及妻子的关系，让情感在影像中静

静流淌，以此来回应主人公的选择。《芙蓉镇》的叙

事则更加体现出意象叙事的特征，其中富有生命力的

人物形象（胡玉音等）、具有隐喻色彩的空间（芙蓉镇、

吊脚楼等）、蕴含细节与意义的物象（石磨、锣等）都成

为叙事中闪光的质点而使影像具有了无限的意味。谢

晋通过意象叙事与伦理情节剧的结合，将主观激情和

意识形态所指与观众心理有效地缝合在一起，使得影

片具有极强的情绪感染力，从而在 20世纪 80年代收

获了难以企及的获奖神话和票房。

第四代导演接续了第二代导演所开创的诗性电影

传统，在叙事策略、影像表达和情感结构等方面都走

向了一种诗化电影。由此，创作者的内心体验与个人

情绪开始在影像中得到前所未有的彰显。同时在“电

影性”的启蒙下，第四代导演也更加注重电影叙事中

诗之形式的探索。1980年，吴贻弓与吴永刚合作拍摄

了影片《巴山夜雨》，这次合作本身就富于某种象征性，

“标志着中国传统诗学与一种普遍的现实表达动机的

历史性汇合”。（16）对于第二代导演来说，接续中国的

诗学传统是其一以贯之的美学理想，因此他们主动将

中国古典美学的精神与方法引入电影的创作之中，将

意象思维与电影叙事结合起来，赋予了三四十年代的

中国电影叙事以诗性基因。进入 80年代以后，这种探

索在与“电影性”的结合中进一步深化。《巴山夜雨》

则深刻地体现了电影意象叙事在两代影人中的传承与

发展。影片中几个主人公相遇在一艘长江客轮中，他

们素昧平生、身份各异，却都承受着时代所带来的伤

痛与苦难。全片放弃了通过戏剧冲突来建构故事情节，

甚至没有完整的叙事线索，而是通过寓情于景的方式，

将人物的内在情绪与精神世界，赋予奔涌的江川航道、

耸立的峡谷峭壁与连绵的夜雨之中。影片叙事的重点

既不是故事本身，也不是对历史的还原，而是在电影

的描绘中，生成一个“驶出黑暗航程”的意象，营造

出“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的审美意味。

通过这个意象，导演实现了对前一时代总体现实的诗

化象征，这是人们驶出黑暗与苦难之后，对其的咀嚼

和咏叹。如果说《巴山夜雨》在传统的影响下，某正

程度上还具有“戏”的隐形内核的话，那么《城南旧事》

则走得更远，它将叙事的内核彻底由“戏”变为“情”，

影像本身也由此成为诗。

第五代导演则是以纯粹意象化的影像革新进行电

影诗性形式的探索，将强烈的造型元素、影像风格与

历史文化批判结合在一起。（17）第五代导演在其创作

的初期，就已经把有意义和有意味的影像提到电影叙

事的核心位置。影片《一个和八个》淡化了长诗中的

叙事因素，而是以影像化的视觉语言，将无限忠诚的

主人公经历叛徒陷害而遭遇组织怀疑后痛苦、愤怒、

压抑的内心体验，直接化为视觉形象，让观众直视这

一场灵魂的考验。影片《黄土地》同样有意淡化了故

事情节，而以影像呈现苍茫的黄土地、辽阔的黄河、

破旧的窑洞、有地域特色的婚礼仪式、木纳善良的村

民、坚韧的劳动者、能干勤劳的女性等，让观众通过

作者有意识的影像描述，来审视这片土地以及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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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从而完成一种历史文化的批判。但是，第五代

对于意象化的影像的过分强调，造成了其叙事意识的

薄弱，使得影像语言失之于形式化、观念化的缺陷。《红

高粱》某种程度上代表着第五代纯粹意象化的影像革

新与故事的平衡。影片取材于莫言的小说，讲述了一

个极具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在叙事上，张艺谋突出

了故事的传奇性与戏剧性，但与传统戏剧电影不同的

是，他着重以影像的方式进行故事的讲述，不过分强

调故事的因果逻辑，而是以影像奇观的方式，呈现了

颠轿、劫轿、野合、酿酒等场景，使得影片在叙事中

具有了强烈的表意性。第五代在这一时期的影像革新，

其实是在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和西方电影及理论所

带来的“电影性”启蒙中，对中国电影影戏传统的破

与立。因此，在实现了影像本体的确立和影像审美的

认知后，第五代的叙事探索也马上发生转型。20世纪

90年代后出现的《霸王别姬》《活着》《我的父亲母亲》

《英雄》等影片，又开始在中国的本土叙事传统中汲

取营养，重新认识到电影叙事中故事与表意的有机统

一关系。

在与世界和传统的对话中，20世纪 80年代的电影

形成了集外在形式上的创新、剧作上的故事人物张力、

主题上的深刻思想性，以及内在本体影像的丰富表现

力于一体的电影意象叙事形态，并由此开启了中国电

影走向世界的征程。

结语

电影意象叙事将中国传统文化的诗性基因引入

电影的叙事中，形成了中国电影叙事独特的影像语言

与艺术精神。意象思维在深度参与中国电影艺术本体

探索与影像语言实践的过程中，使得电影突破语言与

情节在表达思想感情和表现客观世界丰富性方面的局

限，而以一种类同于生命的感性符号去显现生命，极

大地开掘了电影叙事的艺术潜能。这不仅是对民族电

影语言的探索，也是对世界电影语言的补充。80年代

的电影意象叙事，意象在与电影本体属性的深度结合

中，完成了现代转型，并成为中国电影人对电影艺术

本体与审美本质的一种回答，而深刻影响着之后中国

电影艺术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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